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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大别”地望之争的历史考察①

沈志富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 ２４６０１１）

【摘　 要】《禹贡》所载“大别”地望近两千年的名实之辩至清代最为激烈，形成“汉
阳”说和“安丰”说两大主流。两说分始汉、唐时期，最早见诸《汉书·地理志》

《元和郡县图志》。汉晋时人多主“安丰”说；汉唐间杜预、郦道元注经献疑，分歧

渐起，至唐人李吉甫提出“汉阳”说；宋明因之，渐取代旧说；复至清儒诸家论说

打开新一轮“大别”地望之辩。中古以来“大别”地望的几度变迁，既受书写者观

察视角和地名知识来源差异的影响，也体现了地理志书与经学传注间的信息互

动及其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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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所载山川地理一直是古今学术焦点之一，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宋以来所聚讼者，莫

过《禹贡》之山川。”①争议较大、研究较多的如九江、三江、九河、黑水、衡山、太行等，学者多从经

学、史学、沿革地理等视域探讨其地望演变及知识传播过程。② 相较而言，“大别”地望争议持续

时间久、情形复杂，也有一定典型性，但近世尚无专题研究。③

“大别”是上古名山，先秦经典中曾三次出现。首见《左传·定公四年》，言吴楚两国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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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志富，男，１９８１年生，安徽舒城人，博士，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经部·书类二》，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年版，第 １００页。
详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清人相关辩论文字大多已收入其中。孔祥军
对清儒有关《禹贡》考据的论著及思想得失也有比较全面的整理（华林甫主编，孔祥军著：《清儒地理考据研究·先秦

卷》，齐鲁书社 ２０１５年版）；此外近人如陈致远（《〈禹贡〉“九江”地望说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１年第 ３辑）、魏
幼红（《〈禹贡〉“黑水”地望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２年第 ９期）、潘晟（《宋代的〈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
走向地理学》，《历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陈立柱等（《古代“衡山”地望与〈禹贡〉荆州范围综说》，《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２０１１年第 ３辑）、牛敬飞（《太行地望北延考———一种地理知识的思想史考察》，《九州学林》第 ３３ 辑，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０７—１３３页）等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禹贡山川地望问题。
虽无专门研究，但自清初学者胡渭以至清末杨守敬等皆有所论辩，后文详述。近代以来，顾颉刚、刘起釪等对《禹贡》地

名古今变迁有汇释之功，也包含了一些对“大别”地名演变的梳理（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年
版，第 ７７８—７８０页）。此外顾颉刚《〈禹贡〉中的昆仑》等文章对拙作撰写多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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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师“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随后《尚书·禹贡》两次提及：一为“导山”篇，曰

“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一为“导水”篇，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

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但《禹贡》的山川地望并无详述，仅能靠文献前后文及其逻

辑关系推断，故有关《禹贡》之地的方位往往歧见纷出，莫衷一是。“大别”的地理知识同样经

历近两千年论争，今试对其中脉络做一长时段考察，希望对深化《禹贡》山川地理研究有所

助力。

一、汉晋“安丰大别”说的发展

先秦文献未见“大别”地望的注释，也未衍生出“大别”地望的假说。检秦汉文献，最早标注

“大别”地望的是《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其“六安国·安丰”条有小注“《禹贡》

大别山在西南”。按汉代安丰“治今河南固始县东南”①，安丰西南即今河南商城、安徽金寨、湖北

麻城和罗田一带，班固认为《禹贡》“大别”应位于今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汉志》代

表了汉代对“大别”地望的普遍看法。② 东汉郑玄注经，言“大别在庐江安丰县”③。许慎《说文解

字》释“决”字，举例“庐江有决水，出于大别山”④，决水即今史河，发源于今大别山北麓豫皖交界

的伏牛岭。桑钦《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亦云“大别山在庐江安丰县西南”⑤，复云“决水出

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⑥，按雩娄治“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史河西岸”⑦。

西晋成书的《续汉书·郡国志》仍持同样说法，“庐江郡”条载“安丰，有大别山”。同时期，京

相璠著《春秋土地名》释“大别”为“汉东山名也，在安丰县南”⑧。京相氏这条注释结合了山南北

两麓的观察视角：山北为政区视角，采纳《汉志》以降的“安丰”说；山南在汉水以东，汉水在此触

山回南入江。这对“大别”地望的观察理解更趋全面。

今大别山地区在汉晋时属庐江郡与江夏郡的交界地带，班固、郑玄、司马彪、京相璠等皆认为

大别山当在两郡相邻的群山之中。汉晋学者习惯以山北的安丰作为大别山方位的地理参照，或

受当时山地南北开发程度及自身观察视角影响。

两汉时期，今大别山主体在庐江郡境内。北麓近山地带多平原地貌，邻近中原，开发较早，已

陆续设置了蓼、安丰、雩娄、灊、龙舒等县。南麓为蛮人所居，开发较晚，长时间无一邑之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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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４８４页。
按清人疑经，从孔颖达《尚书正义》言“《地理志》无大别”出发，何秋涛《禹贡郑氏略例》认为郑玄所引《地理志》别有

所据，并非班固《地理志》，当为郑氏当代之书。魏源《禹贡说》亦疑《汉志》原注“《禹贡》大别山在西南”为唐本以后

人取郑注以增入，今人孔祥军《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清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亦从魏氏说。不
过，无论郑注取自《汉志》还是别有所据，汉人以“安丰”定“大别”地望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９０页。
〔汉〕许慎：《说文解字》，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２３３页。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四〇《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９５５页。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二《蕲水·决水·沘水》，第 ７４６页。
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５８页。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八《沔水》，第 ６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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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郑玄、许慎等人皆居于淮水以北，观察视角相近。在大别山北麓诸政区中，以庐江郡安丰县

地近，故多以“庐江安丰”描述“大别”地望。

西晋时，杜预在《春秋释例》中对“庐江安丰”说质疑。在解释《左传》“自小别至于大别”条

“大别”地望时，杜预没有沿用旧说，而在释文中直接指出“大别，阙”，并进一步推断：“或曰，大别

在安丰县西南。《传》曰：吴既与楚夹汉，然后楚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然则二别近汉之

名，无缘反在安丰也。”①可见，杜预不支持“安丰”说。

杜预对“安丰”说献疑，不但涉及《禹贡》和正史地理志中的山川地望问题，也是从《左传》史

事及其地名考证中生发的经学传注问题。他结合地理常识推断，既然楚将“济汉而陈，自小别至

于大别”，则二别近汉，安丰距汉水太远，不合常理，故“大别”不在“安丰”。杜预的《春秋》学在经

学领域地位甚高，他虽未指出新的“大别”地望何在，其“未定之词”②却动摇了“庐江安丰”说。

后世学者再就“大别”地望各抒己见时也多围绕《左传》这段文本加以推演。

东晋初年的《伪孔传》③即循此路径进一步演绎。由于释“大别”地望离不开与汉水的关联，

《伪孔传》中《禹贡》传文同样融汇《左传》有关记载，称“内方、大别，二山名，在荆州，汉所经”④。

“大别”范围在空间叙述上开始从扬州向荆州转移。然荆州境内何山可定为《禹贡》“大别”，尚待

学者指认。

较早受到杜预影响的地理经典是《水经注》。如《沔水注》释汉水流向，“又南至江夏沙羡县

北，南入于江”，清晰反映了郦氏的倾向。该篇依次列举《尚书·禹贡》《左传·定公四年》《春秋

土地名》《春秋释地》的相关史料，指出“按《地说》言‘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阪，南与江合’，则与

《尚书》、杜预相符，但今不知所在矣”⑤。显然，郦道元认可杜预“无缘反在安丰”之说。对于大

别山的确切方位，郦氏同样谨慎阙疑。但《水经注》也非一味质疑，“安丰”旧说偶见于注文。如

《江水注》释“鄂县北”条，江水过五矶，“左则巴水注之，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又曰

巴水“与决水同出一山，故世谓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⑥。这种看似矛盾的注文同见一书，恰是

这一时期“大别”地望认知逐渐混乱、不能确指的反映。

二、唐代“汉阳大别”说的出现

唐初成书的《隋书·地理志》沿用了汉晋成说，“弋阳郡期思县”条载有“大别山”⑦。隋代期

思县治今商城县东，即两汉安丰、雩娄县旧地。唐初孔颖达奉敕编《五经正义》，其《春秋左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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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杜预：《春秋释例》卷七《土地名》，《丛书集成初编》第 ３６２８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２８４页。
〔清〕焦循：《禹贡郑注释》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 ５５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４１页。
《伪孔传》系指伪造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别，今文为汉初伏生所传，古文为孔安国所传，所

书文字不同。永嘉之乱中，《尚书》之学不传。晋室南渡后，豫章内史梅赜进献孔传古文《尚书》，被立于学官。唐孔

颖达以之为《尚书正义》的底本。自宋以后，学者多疑其伪，一般认为乃东晋晚出之书，皆称“伪古文”“伪孔传”。该

书虽伪，但大致能够反映两晋之际的思想现实。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１９０页。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八《沔水》，第 ６７２页。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五《江水》，第 ８０８页。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年版，第 ８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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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充分吸收杜预注成果①，在唐以降经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经不断引述，杜预疑不在“安丰”

之说演变为“杜氏已知在江夏不在安丰”或“杜注云大别在江夏界”的表述。即便杜预本意如此，

汉晋时期江夏郡幅员广袤，横跨汉水下游及整个鄂东南地区，东北部还连接今大别山余脉。因

此，杜氏所言“大别”在江夏界的具体位置仍相当模糊。后孔颖达在杜预经义基础上，认为“如

（杜）预所言，虽不知其处，要与内方相接，汉水所经，必在荆州界也”②。然荆州范围比江夏郡更

宽泛，大别山确切位置愈加难定。所以，隋至唐初大别山地望延续了两晋以来旧说见疑、新说未

立、不能指实的尴尬状态。

这种情形在中唐时期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首次提出“大别”在

“汉阳”的观点。“沔州·汉阳县”条载：“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

带汉水，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③鲁山即今湖北武汉汉阳龟山，古称“翼际山”。《水经·江水

注》载：“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④李吉甫提

出以鲁山为大别多少有些突兀，中唐以前的文献中并无显著证据表明《禹贡》大别与鲁山有关，

此说遂给后人考查失据、论断草率的印象。《元和郡县图志》对重要河湖山岳及州县多有释名，

如鲁山得名自“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按此体例，庐江安丰大别骤然移位鲁山，书中当有交代。

但《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无“汉阳大别”提及，又《淮南道》卷于北宋后佚失，亦难知其中是

否有“安丰大别”相关信息，因而不能断定鲁山为大别。

检寻李吉甫之前的材料，李白所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序文将“大别山”与沔州汉阳城联

系⑤，则至迟在盛唐“大别”的确切所在已从此前广袤的荆州、江夏郡收缩至沔州汉阳。尽管不能

借此将李白视为最早定“大别”地望在汉阳的人，但说明这一观点在中唐前已然形成。

有关《禹贡》的经学阐释或可弥补杜预与李吉甫之间的证据缺环。按焦循分析，“大别”不在

“安丰”之说起疑于杜预，承之于郦道元，但均是“未定之词”。晋隋之际，汉阳鲁山（翼际山）从未

披“大别”之名，至《元和郡县图志》以“鲁山”为“大别”，实出杜、郦所料。⑥ 两大假说的文本起源

有二：一是源于“导山”篇，从禹贡山系走向中求“大别”；一是源于“导水”篇，从汉水入江处求

“大别”。汉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成为杜预献疑后诸家最主要的文本基点和论证焦

点。在经典文本与现实地理的反复比照下，汉阳之鲁山（翼际山）界于江汉之汇，正与经义吻合。

以“鲁山”为“大别”不显突兀，反而延续了杜预治经的学术精神，使《春秋释地》的解释更具象。

后世对李吉甫的讥议并不允当。

李吉甫首倡“汉阳大别”说，坐实了杜预、孔颖达等人不能确指的江夏说、荆州说，结束了南

北朝以降新“大别”地望含混不清的状态。尽管李吉甫“径以鲁山当大别”证据不算充分，但因其

人其书的影响“自是后人多宗之”⑦，其后千余年仍影响深远。从杜预到李吉甫，经学传注的地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定公四年”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

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５５４页。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１９０页。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江南道三》，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６４８页。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五《江水》，第 ８０４页。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七九，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８２９页。
〔清〕焦循：《禹贡郑注释》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 ５５册，第 ２４０—２４１页。
张修桂：《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４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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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演变为沿革地理的知识更新，促使新“大别”说成型。

三、宋明“汉阳大别”说的传播

中唐以降，“汉阳”说逐渐取代“安丰”说，千载流播。宋明时期注经家与《左传》《尚书》学者

不遗余力地阐释“汉阳”说之合理，批判汉儒“安丰”说之不足，意在为杜预经解、吉甫图志提供更

多坚实的文献依据和现实注脚。

（一）宋元学者对“汉阳”说的论证

宋代是《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向地理学转折的时期。① 随着《禹贡》研究深入，大量脱离经

义解读但具备宏观地理视野的论著为论证“汉阳大别”说打开了视野。如陈经在《尚书详解》中

论天下山川大势，“将一行之山河两戒之说视为《禹贡》山水分区观念的发展，并强调其中的人文

界限作用”②。在此背景下，《禹贡》山川具备了划分天下人文地理界线的功能。陈经阐释的《禹

贡》山川体系中，“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为南条荆山次阳列，“荆山、内方、大别”皆

“荆州之山”，“首起嶓冢，大别为尾，其脉相连”③。如此，大别山显与扬州的庐江安丰地界无

涉了。

两宋经学家还从汉水流向出发为“汉阳大别”说立论。如毛晃《禹贡指南》，在比较《左传》

《汉志》《春秋土地名》《水经注》的“大别”古今沿革后，坚信杜预《释地》的观点“与《禹贡》相

符”④。程大昌以汉水为经，论其“发流之山必名嶓冢，入江之地必近大别”，“大别、小别”为汉水

所经绝无疑义，“况下流之谓大别者，今汉阳诚有此山”⑤，以之证唐宋“汉阳大别”与先秦“大别”

之联系。此外，傅寅⑥、程公说⑦、蔡沈⑧等皆从不同角度论证“汉阳大别说”。

元代《禹贡》学不甚发达，见于史籍的专门之作仅三部且均未传世。⑨ 元代治《尚书》诸家兼

论《禹贡》，如陈栎、陈师凯、朱祖义等皆宗宋学，秉持“汉阳大别”说。

（二）明代学者对“汉阳”说的继承和发扬

明代书经家普遍继承宋儒学说。他们或疏导经义加以重述，如马明衡认为《禹贡》“导嶓冢，

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一脉应为“江北汉南之山一条短支，盖南是江、北是汉，两水夹一山，

至大别而尽”�10，并引唐人《史记正义》“汉水经其（大别）左”，指出若大别山“在汉北，则不得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潘晟：《宋代的〈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走向地理学》，《历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
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１１页。
〔宋〕陈经：《尚书详解》卷六“导嶓冢至于荆山”条，《丛书集成初编》第 ３５８４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１１４页。
〔宋〕毛晃：《禹贡指南》卷三“大别山”条，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７册，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３１页。
〔宋〕程大昌：《禹贡论》下“三十三·汉”条，《古逸丛书三编》，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１—３页。
〔宋〕傅寅：《禹贡说断》卷三“内方，至于大别”条，《丛书集成初编》第 ２９９０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９５—９６页。
〔宋〕程公说：《春秋分纪》卷三三《疆理书第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 １５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３５２页。
〔宋〕蔡沈：《书集传》卷二《夏书》，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５９页。
分别是章约斋《禹贡告成书》、郑元瑶《禹治水谱》、于广《禹贡彭蠡说》三部著作。

〔明〕马明衡：《尚书疑义》卷二《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 ６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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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其左’”①。或亲历其地验证，如陈第登临黄鹤楼，认为江对岸“汉阳郡东北，山实名大别，正汉水

入江之处”②，更笃信杜预等唐宋诸儒所言。或按诸山川走向考其大势，如郝敬释大别山当“在今湖

广汉阳府汉阳县，汉水入江处”，与嶓冢、荆山、内方并称“南条四山”，悉归“江汉北境之山”行列。③

明代学者在宋元《禹贡》学基础上发扬了“汉阳”说。一方面，蔡沈《禹贡》义理在明初得到前

所未有的重视。蔡氏《书集传》受朱熹所托而撰，传朱子之学。明初尊崇程朱理学，胡广等人奉

敕以《书集传》为主干，参酌古义撰写《书传大全》，《书集传》遂长期作为科举标准书目之一。经

科场年复一年的影响，《书传大全》的“汉阳大别”观念在有明一代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明人对

蔡氏之论的考辨、推衍，使明代《禹贡》学“较宋代更为辉煌，见于记载的禹贡学专著达 ８０ 部”④，
如郑晓《禹贡图说》、茅瑞徵《禹贡汇疏》、胡瓒《禹贡备遗》等。这些成果不仅绘图显著进步⑤，论

解也更为充分。又如茅氏《汇疏》，不仅广罗传疏，还提供了丰富的笺释文字，释江汉北境之山为

浚汉水之经始，大别“在汉阳郡之北，与黄鹤山夹江而峙，江汉二水合流共下”⑥。

（三）宋明志书的“汉阳大别”书写

宋明地理志书不断阐释、传播“汉阳大别”说。北宋地志仍保留班说，但终以支持“汉阳”说

为归。如《太平寰宇记》“汉阳军·汉阳县”条有鲁山、汉水、沔水、滠水，不云有大别山⑦；在“安

州·汊川县”条小别山复引杜注“汉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则此‘二别’在江夏界”，表明乐史虽未明

指大别在汉阳，但也认可“二别”在江夏⑧。同书“寿州·霍丘县”条在“安丰大别”旧地亦不见

“大别”，却出现“安阳山”。据其释名，此山以西属固始、以东属霍丘，原为《汉志》所云“安丰大

别”，因汉代“阳泉县在山西北，安丰县在山东北”，今“各取县之一字为名”，即“安阳山”⑨。“安

丰大别”在文献中时有提及，但已赋新名，说明此时民间地理知识谱系中的“大别”地望已实现转

移。�10 紧后成书的《舆地广记》虽在“寿州·六安县”条也简记“有《禹贡》大别山”�1瑡，但“汉阳

军·汉阳县”条更详称“《禹贡》汉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今县盖古大别之地也”�12，较之《寰宇

记》更进一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瑡

�12

〔明〕马明衡：《尚书疑义》卷二《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 ６４册，第 １３７页。
〔明〕陈第：《尚书疏衍》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 ６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７５６页。
〔明〕郝敬：《尚书辨解》卷二《夏书》，崇文书局 ２０２２年版，第 ６６页。
王小红：《宋代〈禹贡〉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４０３页。
如郑氏《图说》卷首绘制 ２４幅禹贡山水图，其中“导嶓冢”“导江水”等多幅局部图清晰标绘了“大别”位置，位于沔阳
州汉阳县、江汉之交。图后注文强调“大别”乃“汉水所入”，与“汉水所出”之嶓冢、“汉水所经”之荆山内方一气贯

通，为“导汉之经始”。参见〔明〕郑晓：《禹贡图说》，《历代禹贡文献集成》第一卷，西安地图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４１７—４１８页。
〔明〕茅瑞徵：《禹贡汇疏》，《历代禹贡文献集成》第二卷，西安地图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６６９页。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一《淮南道九》，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５８５—２５８６页。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二《淮南道十》，第 ２５９８页。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淮南道七》，第 ２５４９页。
在《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寿州”“光州”诸县的记载中，与“大别”有关史料五条。除上引安阳山条外，两条与决水

有关，系引述汉志、汉儒的旧文来证决水源流，不能代表北宋当时的地理情况；一条为固始安阳山，与霍丘安阳山条可

相参照；一条为六安县大别山，系对“安丰大别”历史信息的追述。可见宋初“安丰大别”易名“安阳山”是“大别”地

望变迁史上的重要一页。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七《淮南道五》、卷一二九《淮南道

七》，第 ２５１５、２５５０、２５５４页。
〔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二一《淮南西路》，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６０８页。
〔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二八《荆湖北路》，第 ８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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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地志中“汉阳”说完全占据主导，旧说已无人论及。如《舆地纪胜》“汉阳县”条①，于形

胜则称“前枕大江，却负大别，汉水出于北与大江合，表里清旷，荆楚之大观也”，于景物则称“鲁

山，一名大别山”，于锁钥则称“在大别山之阴”；《方舆胜览》“汉阳军”条亦于山川下称“大别山，

在沔阳县东”②。相反，“庐州”“寿州”或“安丰军”条下全不见《禹贡》“大别”身影。

明代官方志书进一步强化。如《大明一统志》“汉阳府”条称“大别山，在府城东北汉江右，

《禹贡》‘内方至于大别’即此，三国南北之际恒为必争之地，一名翼际山，一名鲁山”③。又，《广

舆记》记录了很多“汉阳大别”的细节知识，如大别山麓有大禹庙、大别山北汉水与涢水合流入江

处为汉口等。④

地方志书中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在“安丰大别”旧地霍邱，方志中关于大别山的记录简略，

民间几乎不知晓旧山名，新山名“安阳山”自北宋至此已被完全接受。⑤ 嘉靖《汉阳府志》对大别

山的描述也很丰富，不仅将大别山纳入府县沿革整体叙事，还将由此衍生的地方记忆贯穿始终。

经此书写，大别山已然是汉阳府首屈一指的自然胜迹和文化镇山⑥，并首次绘入志书卷首疆域图

（图 １）。该志可视作经学传注转化一般地理知识并为地方社会接受的实例。

图 １　 “汉阳府图”中的大别山方位
资料来源：嘉靖《汉阳府志》卷首，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九《荆湖北路》，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年版，第 ２５８０—２５８３页。
〔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二七《湖北路》，中华书局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４９０页。
〔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三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９１０页。
〔明〕陆应阳辑：《广舆记》卷一四《湖广》，清康熙刻本。

成化《中都志》卷二《山川》，明弘治刻本。

嘉靖《汉阳府志》卷一《府县沿革志》，明嘉靖刻本，第 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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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明文人及工具书对“汉阳大别”说的传播

宋明时期，“汉阳大别”的地理认知还经文人墨客的诗赋作品接受和扩散。遍检唐人诗文，

吟咏大别者寥寥①，至宋代则数量猛增。王象之《舆地纪胜》辑录的咏汉阳诗赋超过半数与大别

山有关，其中不乏苏轼、潘大临、王得臣等名家。② 又如《方舆胜览》“汉阳军”条甚至将大别山写

入赞文。③

唐宋以降，汉阳居南北通衢、东西要冲，江汉之交的鲁山被认作大别山，迁客骚人登临此地，

怀古凭吊。元代湖广行省治所设在武昌路，“汉阳大别”位列省治诸山名胜之首。泰定三年

（１３２６）湖广主考官以“大别山”为乡试考题，《历代赋汇》收录了三篇《大别山赋》，侧面反映元代
对“汉阳大别”认可与接受。④ 明代文学作品中“汉阳大别”意象同样浓烈。⑤ 明汉阳府、武昌府

地方的人文景观书写中，大别山作为“可以供吾啸咏于无穷”之“三楚大观”⑥，与汉水、大江、黄鹤

楼、晴川阁等江汉地标融为一体，在文人笔下自然生发。

“汉阳大别”地望还从学界、官方、民间流散至类书、辞书、字书等工具书。如私撰类书《山堂

肆考》中“大别小别”条云：“大别山，在湖广汉阳府城东北，汉江之右。《禹贡》‘内方至于大别’，

即此。三国南北之际，常为必争之地。一名翼际山，一名鲁山，以山有鲁肃祠故名。小别山，在汉

阳府汉川县南，山形如甑，亦名甑山。《左传》‘吴与楚战，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即此。”⑦

这对杜、郦以来的各家观点做了总结。又如《天中记》所辑大禹植柏之处即汉阳县大别山⑧；《图

书编》著录湖广各郡名山，汉阳府“山曰大别”在“城东北，即《禹贡》所载”⑨；《正字通》有专门词

条释“别”，“大别，山名，按《禹贡》‘大别’，注近汉之山，今汉阳县北大别山是也”�10。

梳理经学注疏、地理志书、诗词歌赋和字书类书等可见，“汉阳大别”说经唐人提出，历宋元

数百年论证、推衍与传播，元明时已被普遍接受。“安丰大别”说在唐至明近千年里日渐式微，淡

出各类文献。

四、清前中期两“大别”说激辩

无论长于考据的清儒还是尊古崇汉、注重经义原说的乾嘉诸儒治学，《禹贡》研究都堪称专

门之学。据统计，清儒有关《禹贡》学的著作达 ８０ 多种。�1瑡 在此情形下，唐宋往后的“汉阳大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瑡

唯前揭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贾至《沔州秋兴亭记》等几首有所涉及。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九《荆湖北路》，第 ２５９１—２５９６页。
〔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二七《湖北路》，第 ４９１页。
〔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卷二〇《地理》，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８４页。
参见〔明〕曹学佺选辑：《石仓历代诗选》卷一五九《题汉阳招真亭》、卷二五九《大别山柏树》、卷三三六《江上秋怀》，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三吾：《刘三吾集》卷一一《黄密庵墓表》，岳麓书社 ２０１３年版等。
〔明〕屈大均：《大别山记》，《翁山文外》卷一《记》，清康熙刻本，第 ５８页。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八《地理》，《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９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２９１页。
〔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五一《柏》，广陵书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６８３页。
〔明〕章潢：《图书编》卷六三《湖广各郡诸名山》，《四库类书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２２５３页。
〔明〕张自烈编，〔清〕廖文英补：《正字通》子集下“刀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６７页。
孔祥军：《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清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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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受到质疑，班、郑所持“安丰大别”说经千载沉寂重回公众视野。两派围绕“大别”地望又展开

了两百余年的论争。

（一）清初学者对“汉阳”说的汇释

胡渭《禹贡锥指》是清初《禹贡》学集大成之作。书中对《禹贡》山水地名及其关联郡县考

订甚勤；对于孔安国《尚书传》及《汉书·地理志》中所举郡县山水名称也“揆之经旨，准之地

望，参之《水经》，验之方志”①。前人观点如“安丰之大别非江、汉之所会”②，胡渭常称“不敢苟

同，亦不敢好异”并重加辨析。对于“内方，至于大别”条有关大别山的经解、诠注，他也详加按

语、汇释。

胡渭举述《伪孔传》《春秋释例》《尚书正义》《书集传》等著中主要论点，如“《地理志》六安国

安丰县下云：‘禹贡大别山在西南’，郑、杜说所自出。《正义》谓《志》无大别，何也？安丰后汉属

庐江郡，其故城在今江南庐州府霍山县西北。……汉阳县即今汉阳府治，大别山在其东北，《水经

注》所谓翼际山也”③，以明确“汉阳”与“大别”关联。由《左传》吴楚之战的军事地理出发，他又

汇集《水经注》《地说》《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的观点，归纳“汉阳大别”的流变，所谓“《禹

贡》大别山，杜元凯已知在江夏，不在安丰。郦氏亦主杜说，而终不能指鲁山为大别。至唐人始能

言之”④。可见胡渭力申杜预之言、崇尚吉甫之义，赞同“汉阳大别”说。胡氏汇释多承宋明旧说

成论，但他将东汉以降各家有关“大别”地望的诠注及涉经史子集各部之言悉加采撷排列，搜罗

之全、检讨之细远超前贤，并定“大别”地望当考江汉所汇地理形势的基本结论。“汉阳大别”说

千年纷繁的演绎立论过程和学术理路由此明晰。之后持此说的各路学者在考辨路径及文献取材

上皆难超《禹贡锥指》。

胡渭所创东樵学派为“汉阳大别”说做了很多汇释。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曾奉敕纂修《大
清一统志》的徐乾学请假归里，康熙帝准以书局自随。回乡后，徐氏在苏州洞庭东山继续编修活

动，延聘顾祖禹、阎若璩、胡渭、黄仪等参与编校。胡渭借机“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撰成《禹贡锥

指》。⑤ 在“大别”地望问题上该群体观点近乎一致，这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⑥、阎若璩《尚书

古文疏证》⑦等均可得见。《大清一统志》则提炼为“考《禹贡》大别，当汉水入江之处，在湖北汉

阳县”⑧。可见“汉水入江之处”是清初《禹贡》学判断“大别”方位的关键，汉阳鲁山因其方位形

势最合乎现实地理与经义注疏，被视为《禹贡》“大别”的最佳地望。

（二）乾嘉学人对“安丰”说的发覆

中唐至清初，“汉阳大别”一说已成学界主流。直到乾嘉时期“汉阳”说始受怀疑、检视甚至

反对，而“安丰”说经由学者深入稽考，重回学界视野。

王鸣盛是较早坚定反驳“汉阳”说、重拾“安丰”说的乾嘉学人之一。王氏专注诠释和发扬东

①

③

⑤

⑥

⑦

⑧

②　 〔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禹贡锥指略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５页。
④　 〔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卷一一下“内方至于大别”条，第 ３７３—３７４页。
〔清〕钱大昕：《胡先生渭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八，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版，第 ６４３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南直三》、卷七五《湖广一》、卷七六《湖广二》，中华书

局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０３１、３４９８、３５４６页。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８４２—８４３页。
康熙《大清一统志》卷六五《江南·颍州府》，乾隆八年刻本，第 ５页。



３２　　　 历史地理研究 ２０２５年第 ３期

汉郑玄“一家之学”，从经学史层面对“汉阳大别”条分缕析、详加驳正，是“大别”地望认知演变史

上的又一转折。如“内方，至于大别”条，王氏辨析郑注“大别在庐江安丰县”道：“（汉）安丰故城

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县西北”，又“班固、郑玄、司马彪及《水经》四十卷，皆以大别系安丰。杜预

定公四年《传》注，虽疑大别不当在安丰，然亦不能言其处”。再从史源角度指出《水经注》《地

说》《地理志》等所称江汉合于衡北翼际山或鲁山，皆“未尝指为《禹贡》之大别山”，唯《元和郡县

图志》“臆度在此，并无所据，而相沿至今”，因此“当以郑注为正说”①。

又有“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条，王氏首先就《左传》“自小别至于大别”的地理做出与

孔颖达疏相反的推证：

自豫章与楚夹汉，谓吴军汉东，楚军汉西也。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言其师众

为长陈，自西及东若此之远。两军合战，则自大别以东。寻传文，无从小别与吴战，退而至大

别之事也。小别当在大别之西，孔说正相反。安丰故城在今霍山县西，雩娄在安丰之南，大

别又在雩娄之南。则英山、麻城、罗田诸县，山势连延，西南趋江汉水东北迆行，插入其境，故

曰“至于大别”。盖此山实在汉水之东，观子常济汉而陈，则已明明在汉东矣。而其下曰“自

小别至于大别”，大别非汉东乎？今之所谓大别，实在汉水西岸，岂可通乎？

接着，他又对《地说》言“汉水触大别之陂”作了阐发，称：

陂者山脉之靡迆而不尽者耳，触者仅渐及之而已耳，非水直至山下也。传云“触山回，南

入江”，回者，回转而后南入耳，非才至山已入江也。玩经两言东，不言南，直至大别之下，方

用一南字，何等着力，明系汉水直抵东北，始回转而南。若以今汉口西岸晴川阁畔瞰江之山，

与南岸黄鹤楼相对者为大别，则南字便为赘疣。

因此，杜预以“去汉太远”为由疑安丰无大别，曲解了“触大别之陂”本义。实则“大别之在安丰明

矣”②。王鸣盛破“汉阳”旧说、立“安丰”新论，重新认定“大别”所在，其立场明确无疑。

王鸣盛首为大别地望“翻案”，乾嘉往后相关商榷不断涌现③，有些直接转引并支持王氏④，有

些进一步扩充证据深入探究。其中当属洪亮吉最具代表性。

洪亮吉曾作《释大别山一篇寄邵编修晋涵》，开宗明义：“今俗以汉水入江左侧之山为大别

山，始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余每不为然，今细核之，益知无据。”⑤随后胪列十四条证据，否定

汉阳鲁山为《禹贡》“大别”。略言之，大别在安丰南，“《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征；《禹贡》山川，

汉儒均无别义”，此一证也。“自道元注《经》以迄君卿作《典》，只标鲁翼之名，无有别山之号”，此

二证也。杜预“止云然则二别在江夏界，姑设疑词以启来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夺兹旧义”，此

①

②

③

④

⑤

〔清〕王鸣盛著，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尚书后案》卷三《虞夏书·禹贡》，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８１—
１８２页。
〔清〕王鸣盛著，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尚书后案》卷三《虞夏书·禹贡》，第 ２０３—２０４页。
这一时期，主班、郑之说的学者中很多都是当时名家，如孙星衍、焦循、洪亮吉、胡承珙、张聪咸、丁晏、汪世铎、成蓉镜、

黄彭年等人。

如嘉道间遍注群经的经学家陈乔枞，其《今文尚书经说考》于“大别”条就完全采信并征引王鸣盛的相关注释。焦循

也明确支持王鸣盛，在《禹贡郑注释》一篇中他说：“王光禄《后案》辨明大别在汉水之东，凡霍山以西，英山、麻城、罗

田诸县山势连延，汉水东北插入其境，其言甚辩，余为申之”。并且还为王氏补充考证汉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理

据甚明，思维缜密，很有见地。

〔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七《释大别山一篇寄邵编修晋涵》，〔清〕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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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也。道元引《地说》“一则云翼际之山，一则云大别之坂，各标一号，明系二山”，此四证也。

考《左传》“定公四年”吴楚二师行军路线，“推此则大别、小别皆淮南、汉北之山”，此五证也。行

军途中时有转战，“则道里不常”，不可以“去汉较远”而疑战场所在，此六证也。以柏举之地推求

大别、小别之所在，则柏举在今麻城县，此七证也。考清发方位在安陆县，此八证也。考雍澨地

理，盖“《禹贡》导水由西而东，故先言三澨，而后及大别。吴师入郢，则自东及西，故既至大别，乃

及雍澨”，此九证也。杜预“得之于柏举、豫章，而失之于大别、小别”，则“求豫章所在，而二别益

可推”，此十证也。考息“即今光州息县”，由“左司马戍及息而还”，则“大别山又近息可知”，此十

一证也。由“子常济汉击之，正出吴师之前；司马自息取道至淮汭，则出吴师之后”亦可知大别在

淮汉之间，此十二证也。以今汉川县甑山自吉甫始强名小别，反证鲁山强名大别，“可知非实”，

此十三证也。由“小别之疑，并识今内方之妄”，此十四证也。①

洪氏就“汉阳大别”说多角度批驳了唐宋各家的臆断与不足凭，所列证据构成了比较严密的

证据链，改变了以往“安丰大别”说仅靠几条材料反复陈述的无力局面，夯实了汉儒有关“安丰大

别”说的立论根基，“史料充实，逻辑严密，令人信服”②，可谓乾嘉时论“安丰大别”者最系统完备

的作品。

此后，“大别”地望之争在乾嘉道咸学人间渐成显学。如张聪咸尝辨《左传》定公四年杜注③、

丁晏曾撰《禹贡锥指正误》等，从成文数量与学者规模来看，清代《禹贡》学内部已形成一股质疑

“汉阳”说、重建“安丰”说的思潮。“安丰大别”说经过持续辩论和反复推演，学理愈加清晰，热度

不断提升。

（三）咸同时期“汉阳大别”论者的应战

面对两派论战，一些调和论者摒弃“非此即彼”的框架，提出新说转移焦点、平息争议：第一

种是“两处大别”说，以高士奇、钱坫为代表④；第二种是“大别陪尾互易”说，以姚鼐为代表⑤；第

三种是“汉东天门大别”说，以魏源为代表⑥。上述调和论者的加入实际并未说服原有争执的任

何一边。相反，“汉阳”“安丰”两说各持一端，继续争论。

在王鸣盛、洪亮吉等人重定“安丰”说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汉阳大别”论者也在积极应对。

如罗汝怀《洪氏释大别山辨》采用“原文对勘”的方式对照洪氏十四条证据逐条辨析，称洪氏以

《左传》之舆地所释既非《禹贡》之大别，亦与《左传》之大别无关，坚持认为“《禹贡》大别山在今

汉阳江滨，无可移易”⑦，捍卫宋明旧说。

除了辩论性文章，“汉阳”论者还编修专门志书应对“安丰”说攻势。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胡
凤丹在湖北道任上编纂成十卷《大别山志》。面对各种异说泛起，胡凤丹疾呼为“汉阳大别”再正

名并搜讨群籍，举凡有关“大别”者悉采收录。该志卷首附图，以大别山为首，另晴川、月湖等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七《释大别山一篇寄邵编修晋涵》，〔清〕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

第 １６４—１６８页。
张修桂：《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４年第 ３期。
〔清〕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卷六，刘世珩辑：《聚学轩丛书》第 ２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３—６页。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 １７６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
〔清〕姚鼐：《陪尾说》，《惜抱轩九经说》卷三《尚书说·一》，清同治刻本，第 １５页。
〔清〕魏源：《书古微》卷四《释道山南条阳列》，《魏源全集》第 ２册，岳麓书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７７—７８页。
〔清〕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一一《辨议》，《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６１７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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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图；随后爰稽掌故，并讨群经，追源溯流，兼揽词赋，成《名胜志》二卷、《仙释、金石志》一卷、

《艺文志》五卷。其中《艺文志》又别为赋、释、考、辨、记、铭、碑文、书、跋、诔、诗词等体裁，汉唐以

降与鲁山、大别相关之胜迹典故皆得汇辑。

《大别山志》的内容体例颇能体现编纂意图。该志汇各家论“大别”在汉阳的经义考据文字

于一编（卷一“大别山六十则及案二则”）；再将汉阳名胜悉数罗列，标示了汉阳与大别的紧密联

系。《大别山志》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展现了《禹贡》“大别”的名山形象，巩固了“汉阳大别”说的

受众与影响。

五、清末“安丰大别”说的回归

（一）《水经注》纂疏对“安丰”说的接受

在两个“大别”地望争议中，《水经注》是重要的文本起点和结点。相比精炼的《禹贡》《汉

志》，《水经注》中关于大别山和汉水的注解材料可谓丰厚。“汉阳大别”或“安丰大别”说的支持

者都冀望从中发掘更多有利证据。又因《水经注》传世版本存在经注混淆等舛误，能在整理过程

中掌握史料解释权的诸儒在《禹贡》山川聚讼中显然更具优势。禹贡学与郦学作为清代史地研

究的两大显学，催生了许多学术成果。“安丰大别”说的最终回归以及“大别”地望之争的消解离

不开以上前提。

清代转绘《水经注》图的代有其人。其中，光绪间湖北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所绘《水经注

图》以胡林翼刊印《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朱墨两色套印古今地名。成图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

对《水经注疏》佐证资料的利用。杨氏师徒编撰《水经注疏》关于“大别”的注疏按语，则折射了注

者对“安丰大别”说的接受与支持态度。相关疏文谨录两段如下：

“决水”　 守敬按：大别亦见《江水注》巴水下，曰下灵山，曰分水山，曰巴山，皆异名
也。……观《水经》及《注》，决水、巴水各出大别，则指今商城、罗田之间言，决水出商城东

南，巴水出罗田东北也。大别非汉阳之鲁山，洪亮吉曾设十二难以辨之。①

“江水三”　 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守敬按：《寰宇记》引刘澄之《永初山水记》，沔阳县
东有鲁山。《舆地纪胜》引史本《新经》云：上有鲁肃祠。在三代时，谓之大别山，不知因何又

名鲁山也。岂鲁肃庙食于此而名是山欤？考大别在汉东，鲁山则在汉西，古无大别之名，自

李吉甫言一名大别，而后人咸从其说。洪亮吉曾立十三证以辨之。在今汉阳县东北百步，俗

名龟山。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守敬按：衡山见《湘

水》篇，去翼际山甚远，此称衡北，盖举其大者为说也。②

可见杨氏疏文对“大别”地望的理解已明确放弃“汉阳之鲁山”而回归“庐江之安丰”论。他

们在编绘巴水、蕲水、决水、沘水图时也将“大别”落实在相应区域。汉阳之山在图中则被标注为

“鲁山，古翼际山”。

①

②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三二《决水》，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２６６０页。按：“十二
难”实为十四证。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三五《江水三》，第 ２８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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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图中标注的大别山方位
资料来源：杨守敬、熊会贞编绘《水经注图》，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年版。

地方志中也有相应例证。如光绪《光州志》有对“大别山”的书写和标绘，而民国初年《湖北

通志》中却找不到汉阳“大别山”的身影。乾嘉以降的百余年间，经过学者不遗余力地考辨、阐释

及宣介，“安丰大别”说逐渐重归主流。

（二）“汉阳大别”代之以“龟山”之名

清末民初，两个“大别”的境遇显著改变。一方面，为“汉阳”说再正名的《大别山志》未达预

期。伴随传统经学的近代转型，“汉阳大别”之名虽在一些著述、地方史志中仍有沿用，但已逐渐

被新名“龟山”替代。成书于嘉道之际的《方舆考证》叙湖北名山时已在汉阳“大别”条后加注释

文：“今谓之龟山。”①至清末，汉阳大别山的俗名“龟山”已被官方文书和报刊媒体广泛提及，使用

频率大增，成为正式名称。② 在乾嘉学者的持续辩驳之下，民间认知率先与学术经典疏离，最终

“龟山”代“大别”成为主流。另一方面，以王鸣盛、洪亮吉、焦循为代表的经史考据家群体努力为

“安丰大别”说正名，并得到各界重视。尽管始终面对“汉阳”说的坚守反击，又有各种新说不断

掺入，“安丰大别”说的经学面貌与地理形象比之汉晋时期更加饱满清晰。

六、结　 　 语

大别地望千年纷争史的本质，实为记录者观察视角与个体理解的差异，并无对错之分。汉晋

学者立足点不同，导致后世诸多论争。汉代学者多在六安国、淮南国、衡山国等山北地区观“大

①

②

〔清〕许鸿磐：《方舆考证》卷五七《湖北一·名山》，济宁潘氏华鉴阁本 １９３３年版，第 ２—３页。
“龟蛇锁大江”是现代人习知的武汉地理形胜，由汉阳之龟山（旧名“大别山”）和武昌之蛇山（旧名“黄鹄山”）所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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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地望，乃生“安丰”说；晋代学者，如杜预的主要经学作品因成于荆州任上，其观“大别”地望必

自山南视角，乃生“汉阳”说。此皆主观因素。

从客观层面看，千年“大别”地望之争虽牵涉众多、论辩激烈、观点庞杂，但论者始终坚持以

汉水入江之地而求“大别”，始终没有跳开经典，围绕《禹贡》导山导水及《左传·定公四年》吴楚

之战的文本，穷尽一切可能史料推演论证，提出观点和根据。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尚书》《左

传》的一切都可归为经学范畴。杜预治《春秋》经传，是经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也是两“大别”说肇

启者。围绕吴楚之战楚将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的军事地理，杜预考“二别”所在，生

汉东、汉西方位之异，即后世之“安丰”“汉阳”两说的滥觞。在新“大别”地望由虚指实的过程中，

围绕《禹贡》“导水”篇言汉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经学家、考据家做了大量传注诠释，并参照

现实地理，定“大别”于江汉汇合处之汉阳。

可以说，“汉阳大别”说的确立是历代学者对经典接续阐释的结果。同样地，“安丰大别”说

回归亦是基于考据家对经典的再审视、再解读。清儒批驳“汉阳”说、重建“安丰”说的立论基础

仍是《禹贡》及《左传》文本。在很长一段时期，经学传疏都是新地望知识的生产者，地志舆图、诗

词歌赋、辞书类书只是这一地理知识的使用者。自杜预献疑，新说便开始在沿革地理中发酵，从

《水经注》之虚到《元和郡县图志》之实，再到宋明时期的广泛传播，经学注疏逐渐转化为一般性

地理知识。在近代以前，地理志书与经学传注之间的信息互动及其调整适应一直持续，《禹贡》

“大别”地望变迁的知识史研究是考察其过程的一个长时段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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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ｂｉｅ’ｉｎ Ｙｕｇｏｎｇ
Ｓｈｅｎ Ｚｈｉｆｕ （２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ｑ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ｑｉｎｇ ２４６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ａｂｉｅ’（大别）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Ｙｕｇｏｎｇ（《禹贡》）ｈａ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ｎｅａｒｌｙ ｔｗｏ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ｗｏ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ｄ：ｔｈｅ ‘Ｈａｎｙａ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ｆｅ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Ｈａｎｓｈｕ Ｄｉｌｉｚｈｉ （《汉书·地理志》）ａｎｄ Ｙｕａｎｈｅ
Ｊｕｎｘｉａｎ Ｔｕｚｈｉ （《元和郡县图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ａｎ ａｎｄ Ｊ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ｈｅ ‘Ａｎｆｅ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ｄｏｕｂｔ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ｕ Ｙｕ ａｎｄ Ｌｉ Ｄａｏｙｕａｎ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ｌｅｄ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ｇ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ｉ Ｊｉｆｕ （李吉甫）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Ｈａｎｙａ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ｅｎｄｏ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Ｈａｎｙａ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ｌａ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ｆｅ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ｒｅｉｇｎｉｔｅｄ ａ ｆｉｅｒｃ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ｂｉｅ’．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ｂｉｅ’ｓｉｎｃ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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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ｙ （广熙郡），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ｅｙｕａｎ （河源），Ｇｕａｎｇｎｉｎｇ （广宁），Ｇａｏｘｉｎｇ （高兴），ａｎｄ Ｌｉａｏｓｈｉ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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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ｉｙａｎｇ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ｙ （义阳郡）ａｎｄ Ｓｏｎｇ'ａｎ Ｌｅｆ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ｙ （宋安左
郡），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ｎｌｉｎｇ（南陵），Ｘｉｎｌｉｎｇ（信陵），Ｐｉｎｇｌｅ（平乐），ａｎｄ Ｈａｉｈｕ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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